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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概念，并于同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 2017 年日内瓦世
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面对全球治
理的挑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现共赢共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的高度。
在短短四年时间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提出
到成熟，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当今世界“全球化”依然是世界发展的主
流趋势，然而西方世界的逆全球化声音却此起彼伏，
西方世界呈现出的全球治理危机，反映了当前世界
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而想要破解全球治理的
难题就必须摒弃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从新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视域之外去寻求全球治理的新方案，“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为这种探寻提供了另类方
案。本文试图从新时代全球治理的难题出发，探求
解决当代全球发展的问题症结，并从马克思主义发
展的历程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历史
与文本张力及其方法论意义，以此确证“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当代意义。
时代问题与理论挑战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当今
西方国家，各种逆全球化声音此起彼伏。英国的“脱
欧”公投，把民族国家的利益置于欧洲共同体之先。
如果说英国的此举可能归咎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地
位不如以前，可是处于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却在贸
易保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18 年 3 月特朗普执意
退出原奥巴马政府拟议中的带有“自由贸易至上主
义”的TT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系
列政治事件足以说明逆全球化不是简单的个案，而
是当今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面对“全球化”向“逆全球化”的转变，我们往
往把问题聚焦到政治利益的冲突，看到“保守主义”
为保护自身利益对“新自由主义”治理危机的巧妙
利用，甚至把“逆全球化”的原因归结为“民粹主义”
的兴起，认为底层选民因受全球化冲击更愿意从利
益稳固性角度来维护“逆全球化”的方案。但这样
的探讨并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实际上，生活在底
层的选民不仅受到他们所认为的他国资本家，他国
工人的“剥削”，他们同样受到其政治代言人——本
土民族资本家的迫害。所以无论是“保守主义”还
是“民粹主义”，它们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反而
激化了资本全球布展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逆全球化”的出现并不在于各种政治
流派反全球化的方案，这只是问题的表现与结果，问
题的关键则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跨
国金融资本与跨国工人的矛盾）与西方国家各种政
治治理方案（如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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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之间的对立。
面对当前西方国家存在的问题，“人类命运共
同体”方案的提出则是对当代西方全球治理危机的
有效回应，而这种回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治理方案
最根本区别则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历史唯
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中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
在其中提出解决当今全球治理危机的方案。
因此如何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关键则是基于历
史唯物主义方法，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发
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而这种研究不仅需要我们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勾勒出人类世界历
史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且还要从新时代的
高度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及其所蕴含的哲学意义，并比较其与西方“共同体”
理论的差异，进而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意义。
唯物史观与“共同体”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必定与新时代的新
问题、新矛盾相关，但是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方案的
失败，从侧面反映出是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
方法出发来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其方案能否成功
的关键。因此在笔者看来，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
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理论意义，就必须重
新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提炼马哲史语
境中的“共同体”思想内涵，构建其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内在的理论联系。
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是与普（鲁士）法（国）之间
历史与理论间的博弈与呼应相关联的。德国古典哲
学与法国大革命交相呼应，随着法国大革命到来，在
哲学上与之呼应的康德提出了“永久和平论”。青
年黑格尔则希望普鲁士能和法国一样，实现世界精
神的自由发展，但是随着拿破仑军队几次对普鲁士
的侵占以及法国大革命历史与革命理想的差距，黑
格尔则愿意从民族国家振兴的角度重新思考绝对精
神（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并从时间维度探讨世界历史与伦理国家的关系。笔
者因此认为，黑格尔建构的世界历史蓝图仍然是以
绝对精神为其根基，并以时间向度为其基础，他所展
现的人类共同体的蓝图依然是以西欧为中心。
黑格尔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学者赫斯从货币角
度探讨共同体并影响了早年马克思，马克思则通过
对私有制的批判，在批判“虚假的共同体”基础上提
出“真正的共同体”。虽然这种批判区分了真实与
虚假，但此处的历史观依然没有突破线性历史观。
进而这种历史观所理解的“共同体”仍然是以西欧
为中心的共同体。然而相较于黑格尔，马克思则更
加激进，他和恩格斯强调：“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
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
己的自由。”［1］坦率地说，这里的“真正的共同体”
具有一定的规范内涵，有其价值指向性，即“追求个
人联合中的自由”，但其历史内涵并不突出，更没有
揭示出历史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虚假的共同体”批判进而
提出“真正的共同体”，只能说马克思、恩格斯还是
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诠释了“共同体”，当然这
并不能因此抹去“真正共同体”在思想史上的贡献。
但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批判，仅仅从政治价值
角度规范共同体的理想，是很难在历史矛盾的内在
涌动中呈现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张力，也很难展现共
同体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不过马克思很快突破了自
己的理论局限。
1853 年，马克思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
文，他发现对东方社会（公社）的研究可以开启我
们对世界历史的重新理解，可以从多重社会形态角
度探讨社会发展的多重可能。这样人类历史将可
能不再被理解成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而
是特指各民族和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而相互依存，
并使世界整体化发展成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
上的历史。我们发现，在这样的历史观影响下，对
“共同体”的理解就可能超出传统欧洲资本主义视
域，并不再将某一文明，某一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的
终结，而是从全球视野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与
人类命运的关系。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成熟与唯物史观的发
展密切相关，马克思给我们展现的多元空间共存的
世界发展愿景可以看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原型，它在哲学史上的理论意义不仅是终结了以西
欧为中心的历史观，更为我们理解与研究世界历史
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换言之，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提供了
理论的立场与方法，即在历史发展不断涌动的矛盾
中探究全球发展的规律，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中探
究多种文明与共同体的关系，并坚持从政治理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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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规范性相统一的角度探究价值冲突的根源。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的一些
理论家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实践方案上付
出惨重代价，与此相关的西方理论家则放弃对客观
规律的探寻，不再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角度去
研究“共同体”，而是从价值固守的角度浅谈当今世
界发展对固有“共同体”价值的冲击以及借着文明
冲突的理论范式来夸大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冲突以掩
盖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政治理想 
与现实规范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忽视矛盾、希冀全球同
盟的乌托邦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如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提出“超帝国主义”就是希冀
一种和平方案来解决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种
政治幼稚病使得共产主义运动付出了惨重的理论代
价。这样的教训提醒我们对“共同体”的研究，不能
只从价值规范层面研究“共同体”，追求抽象自由，
还必须基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变迁，探求价值规范
与历史规律，历史矛盾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如果
我们的理解不能深入到这一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
“共同体”理论与西方理论界的“共同体”理论的本
质区别就没有办法凸显出来。
其实西方思想界早就存在着研究共同体的学
统，但是共同体观念的提出则源于近代，这是由于
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际，人们突然发现
周围的世界（社区）变得陌生，传统价值规范分崩离
析，社会向心力逐渐消失，人际关系不再稳定，贫富
差距日益扩大。正是基于此，西方社会学家滕尼斯
于1887年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提出“共同体”概念，
他通过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得出“共同体
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
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
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
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2］。这样的社会批判
思路也体现在当代的鲍曼与吕克·南希身上，在鲍
曼看来，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国家走向了终结，
新的全球精英不再像父辈那样束缚在共同体内，他
们不再追求空间的扩张，而是“加速度”地放弃任何
一块领地，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放弃对这块领地的义
务。吕克·南希还进一步指出以内在性为基础的共
同体不可能存在。
无论是滕尼斯在 19 世纪对“共同体”的定义，
还是当代的鲍曼和南希从现代性角度重新诠释“共
同体”，关于“共同体”的研究本身就凸显了因时代
价值观变迁而导致人的焦虑与安全感的缺失。与此
相关，西方“共同体”的研究则与政治价值的探究紧
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政治
哲学的复兴，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各自的角度探
讨了“共同体”。罗尔斯则在其《正义论》中区分了
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共同体，第一种共同体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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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依据于传统的个人主义假定，第二种共同体，他
则定义为，成员们在共同体中共享某些“最终的目
的”，并将社会合作本身视为一种善。
与这种理论勘定一脉相承的还有亨廷顿的“文
明冲突论”，以及其学生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宣扬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西
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胜利，在亨廷顿看来，当前世界
冲突的问题症结则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概言之，他
们提出的各种理论方案的根本目的则是想宣称资本
主义的价值理念一统天下，成为普世价值，并生产出
一套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全球规范体系。而当今
世界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则首先是源于这套规范体
系与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每一个进入这套规范体
系的其他文明的国民就必须调整自己，如果出现了
种种水土不服的状况，并由此引发的各种冲突（如当
今西方存在的种族工人问题），根子就一定是文明、
宗教与价值理念之间的异质性。
坦率地说，文化、宗教和价值理念的冲突对当前
世界的各种冲突（如种族冲突）有一定影响，并危及
“共同体”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但如果沿着这条思
路走下去，我们会不会因此得出“共同体”内部的现
实规范与政治理想是很难统一？我们在此看到西方
“共同体”理论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其普世的价值
理想，另一方面是他们视域中不同价值规范制造出
繁多的“边界”。基于这二者的矛盾，保守主义自然
会把“边界”抬得更高，通过排外性巧妙地改变新自
由主义治理策略。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转换仍然是换汤不换
药。它没有改变西方治理的基础，更没有因此对共
同体运行的规范进行釜底抽薪的改变。如果我们
思路进入到这一步，我们也会试问这样的问题，即
西方文明价值规范难道是脱离尘世没有政治经济
根基的抽象体系吗？显然不是。西方世界的价值
体系一定是服务其治理体系，他们一定是基于其安
全、领土及人口治理逻辑展开的，其本身是服务垄
断资产阶级集团。
所以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这样的治理逻辑危机
的根源是什么？大卫·哈维就此指出，当前资本
主义治理危机则在于其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冲
突。［3］而冲突的根源，即其不可解决的矛盾则在于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正是这样的矛盾与其
治理悖论呈现出当前资本的全球布展与民族国家自
我维持的矛盾。因此如何破解二者矛盾是我们必须
面对与解决的首要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回应
了这对矛盾，在肯定当代世界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
将世界发展的政治理想与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结合起
来，不再推行唯一的普世价值，而是将领土治理的区
域规范与全球共同体发展的理想达成一种微妙的平
衡。这样“共同体”的政治理想就建立在“命运共享”
基础上，这种“命运共享”是以民族国家自身发展为
前提，从“共享”角度实现利益共享，从价值普惠的
角度，让命运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能共享人类文明
发展的成果。
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之所以失败，
在某种角度上反映了他们没有有效解决共同体的政
治理想与价值规范之间冲突，更没有在历史观层面
解决历史与共同体的冲突，故其坚持的历史观仍然
是单一的、线性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他们通过普
世价值观的推行实现其全球的统治，但是资本主义
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产生的其领土逻辑与资本逻
辑的冲突，使他们无法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危
机，“逆全球化”的出现恰恰说明其方案不能解决全
球治理危机。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案则是对当代全球治理危机的有效解决，它基于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当代世界发展的现状出发，重
新激活了历史与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张力，从人类命
运共享的角度扬弃普世价值，从普惠价值的角度解
决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规范的冲突。所
以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成果，也是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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